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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县百年乡建看乡村振兴战略

一、定县翟城村概况

定县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于1986

年改名为定州市，目前是一个省直管的县级

市。定州市因“定县试验”和“定县调查”

而闻名于学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为便于

研究本文还是使用“定县”这一名称。

翟城村是定县东亭镇的一个村，也是定

县试验和定县调查的核心村。翟城村在中国

近代乡村建设历史上有很多个第一，如：该

村是最早开展村治实验的村庄，号称“中国

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第一村”；是中国创办最早

的村级女子学校所在地，中国创办最早的农

民合作社“因利协社”所在地，也是中国乡

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翟城村在近百年来的

不同历史时期，均在乡村建设方面有着耀眼

的探索，一部翟城村的乡村建设历史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乡村建设历史的缩影。

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近代以来我国乡村

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

需求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其重大意义应该放

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而讨论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的历史脉络，离不开对定县尤其是

翟城村乡村建设历史的梳理。

二、翟城村乡村建设的百年轨迹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翟城村不仅经

历过历次国家自上而下开展的乡村革命、改

革、建设，还经历了几段非常独特的民间力

量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

第一，晚清民初时期地方乡绅的村治探

索。翟城村的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追溯到清末

民初时期，地方乡绅的村治探索，其代表性

的主持者为翟城村的乡绅米鉴三和米迪刚父

子。主要做法是以推广新式教育为抓手推进

村庄自治。在清朝末年，米鉴三开始筹集本

村的教育资金，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育正

学堂”和女子学塾，还制定了《查禁赌博规

约》《看守禾稼规约》等村庄自治规范以整顿

村庄治安和移风易俗。民国初年，米鉴三的

儿子米迪刚从日本学成归来，借鉴日本新村

建设的经验，开展了系统的村治探索。

当时的翟城村制定了村治组织大纲，建

立了村自治公所、村议事会、教育会、农业

会、德业实践会、风俗改良会、查禁赌博会

等自治组织，创办了国民高等小学校、半日

学堂、村治讲习所、宣讲所教育机构，设立

了卫生所、图书馆、阅报室、医院、公园、

公共浴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还创办了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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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农民合作社经济因利协社、中国最早的

村级女子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小学校。

总之，翟城村以推广新式教育为抓手推

进村庄自治的做法，开创了我国以行政村为

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因为在村治方面

的突出表现，时任定县县长孙发绪于1914年

宣布翟城村为模范村，呈直隶省巡按使公署

和教育部、内务部立案，并在全县范围内推

广翟城村治的经验，将定县建设成了“民国

模范县”。随后，孙发绪调任山西省省长，并

在山西推广了定县的经验。

第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平民教育试

验。由于较好的村治基础，1926年晏阳初领导

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将翟城村作为其

乡村建设试验的起点，开展了为期10年的举

世瞩目的平民教育试验，这就是著名的“定

县试验”。这一试验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社

会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有

针对性地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

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定县试验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大规模乡村建

设实践，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

统计，在试验期间，有上百名知识分子投入

到这一乡村改造的实践中，其中不少都是国

外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在2017年11月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

专门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并肯定了定县试验

在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

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

善公共卫生等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

第三，本世纪初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

设试验。翟城村最近一次被广泛关注，是因

为以温铁军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

展的乡村建设试验。2003年，温铁军带领一

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翟城村，与翟城村村委

会等单位合作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开始了新一轮的乡村建设实践。他们通过高

校三农学生组织，动员了大量的大学生下乡

开展调研和乡建实践。这一次乡村建设试验

的主要内容包括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建立农

民合作社等农村民间组织，组织农民开展文

艺活动，试验有机生态农业，推广生态建筑

等。本次试验历时4年时间，于2007年终止，

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三、从翟城村百年乡建看当前乡村振兴

翟城村的百年乡建历史，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发展程度看，它目前依

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但是，翟城村丰

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为我们今天的乡村振

兴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当前乡村振兴

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破解“梁

漱溟难题”。梁漱溟先生在总结他的乡村建设

实践时，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作

为其遇到的最大的困惑和教训之一，笔者将

其称之为乡村建设的“梁漱溟难题”。他说：

“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

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

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

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

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

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

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

处 ， 然 而 乡 村 并 不 欢 迎 ； 至 少 是 彼 此 两 回

事，没有打成一片。”他进一步反思道：“乡

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

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

呢？”

其实，“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不仅

仅是梁漱溟遇到的难题，也是各种乡村建设

实践尤其是村庄之外的各种力量推动的乡村

建设实践所面临的普遍难题，其根本在于没

有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如今，我们开展乡

村振兴同样首先要破解这一难题，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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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农民的乡村振兴，而不能做成干部的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最终要由当地精英带着

当地百姓干，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拽着当地百

姓干。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要了

解农民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并将乡村振

兴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放在满足农民根本需

求之上，而不是放在追求政绩、名声、私利

或其他方面。农民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不

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群体的农民的需

求是不一样的，要真正了解农民的需求，需要

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不能凭主观想象。

第二，注重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乡村衰

败的恶性循环。近代以来，我国农村衰败的

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人才的缺乏，农村精英纷

纷逃离乡村，而留在乡村的多是老弱病残。

在这种局面之下，乡村维持现状都很艰难，

更不用谈乡村振兴了。农村精英为什么要背

井离乡、逃离乡村，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缺乏

挣钱的机会，缺乏能够留得住人的产业。这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产业缺乏导致人才

流失，人才流失导致乡村进一步的衰败，而

日益衰败的乡村越来越无法留住人才、资金

等现代经济要素，由于缺乏造血的功能，最

终只能走向灭亡。乡村振兴就是要通过国家

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帮助农村走出这种

恶性循环。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抓住产

业发展这个龙头，通过发展产业，来留住人

才、吸引人才，并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

们对定县翟城村及周边几个乡镇调查表明，

农村产业的发展程度与农民外出打工比例是

呈直接的负相关的关系。

 发展农村产业，还需要清楚认识三个

问题：第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产业是具有地方性的，不同地方适合不同产

业，一定要防止千篇一律、简单移植其他地

方的经验。第二，发展产业一定要尊重农民

的创造精神，防止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发展

产业。不少地方在开展乡村建设过程中，政

府自以为为农民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

强迫农民发展某一产业，结果给老百姓造成

重大损失。第三，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够实

现产业振兴，也不是村村都要发展产业，一

些自然资源薄弱的村庄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实

现产业振兴。

第三，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应对基层治

理危机。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是翟城村历来乡村建设的突破口和主要抓手，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些年来，我国乡村

治理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就在于治理

体系的不足和治理能力低下，这尤其体现在

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

绅、宗族等村庄内生力量是村庄公共服务供

给的主体，他们能够较好满足农民的扶贫济

困、养老助弱、纠纷化解等公共服务需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强有力的村集体组织

承担了公共服务的功能。而随着集体经济的

解体，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悬浮化”的困境 ，农民

的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要解决

这一问题，就要重塑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

要加强自上而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另一方面，

也要防止在基层治理中完全依赖基层政权的

力量，而要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

建设，激发农村社会的活力，让老百姓积极

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自治、

德治、法治相结合，国家、市场、社会良性

互动的基层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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